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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伴随信息化建设第三次浪潮，共享经济就业格局的成型使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愈加普

遍。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对我国就业市场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给平台企业和劳动者灵

活就业模式的拓展按下了快进键。在这一过程中，劳务派遣用工中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需要

引起重视。本文在分析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三方之间的供求关系和相对地位的基

础上，论证了劳务派遣单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事实、原因和谋取不当获利可能的来源，并从

严格派遣单位主体准入、加强劳务派遣服务行业自治、差异化适用集体合同和杜绝劳务派遣“滥

用”等方面提出了化解侵权问题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劳务派遣；派遣单位；劳动者权益

一、引　言

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最早起源于日本、美国，劳动力的雇佣和使用相分离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形
成了“有关系没劳动，有劳动没关系”的特殊用工形态。时至今日，我国已在劳务人才派遣上走过４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其产生之初，劳务派遣用工人群多为我国人口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富余劳动
力及企业下岗分流人员，他们大多为中低收入人口，数量众多且自我保护能力较弱。随着信息化建设
第三次浪潮的来临，共享经济等新经济模式快速成长，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亦随之发生变化。大量小微
企业的出现使得灵活就业需求大幅增加，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愈加普遍。与此同时，企业对人才种类的
需求面变得越来越宽，逐渐形成了同质性低端化的基础岗位需求与异质性高端化的技术、管理等高端
岗位需求并存的就业需求态势，劳务派遣用工人群更为多样化。

２０１２年劳动合同法修订前夕，全国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２０个行业和７类
所有制单位都使用了劳务派遣人员，总量超过６０００万人，占到国内职工总人数的２０％。① 截至２０１８
年末，全国共有劳务派遣公司近１５万家，其中由劳动保障部门经办或审批的仅有１０多万家，②即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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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并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已在我国遍地开花，从事

劳务派遣的主体更是五花八门，有政府机关、工会、公立劳动力服务机构和私营就业服务机构等，还有
“劳动部门下属的职业介绍中心、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转制而成的劳务派遣公司”。① 尽管２００８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首次把“劳务派遣”制度以较高位阶的立法确立下来，但近年来与“劳务派

遣”相关的劳动仲裁案件仍快速增加，②加强劳务派遣用工中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劳务派遣人员生存现状、用工单位责任履行、三方利益主体的法律关系等方面

展开。如李连友等基于深圳特区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企业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劳务派遣参保者基本养

老保险退保可能性高于正式合同参保者。③ 岳玲将劳动者在劳务派遣中的损失归纳为“同工不同酬”

“同工不同权”和“同工不同保护”，④这三种损失均源于用工单位的责任履行不到位。相对而言，有关

劳务派遣单位对劳动者权益侵害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聚焦于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劳动者三

方之间的供求关系和相对地位，论证了劳务派遣单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事实、原因和谋取不当获

利可能的来源，进而提出保护被派遣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实路径。

二、劳务派遣单位不当获利的产生

企业天然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务派遣单位亦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必然会侵

犯劳动者合法权利并谋取不当获利呢？分析劳务用工市场的供求关系或可解答这一问题。假设劳务

派遣单位能够自由选择高端劳动力派遣和低端劳动力派遣，按照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派遣单

位必然选择利润空间更大的业务。为厘清不当获利产生的根源，我们聚焦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

的劳务供求过程，分别讨论供求标的为同质性低端劳动力和异质性高端劳动力时所显现出的市场特

点，并据此构建劳务派遣单位的获利模型。

（一）劳务派遣用工市场的两种分野：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

１．同质性低端劳动力：整体供过于求的完全竞争市场

理论上，完全竞争是指一种竞争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其主要特征包括：（１）市场上有

许多经济主体，这些经济主体不仅数量众多且每一主体规模很小，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２）

产品是同质的，即任一生产者的产品是无差别的。（３）各种资源可以完全自由流动。（４）市场信息是

完全的和对称的。

现实中，考察同质性低端化劳务的买卖过程，可以发现低端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特点：（１）劳务派

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数量众多，且每个主体的规模相对整个中国劳务派遣市场规模而言都极小，单个

经济主体均无法影响供求关系。（２）被派遣劳动者以低学历的下岗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为主，主

要从事基础性岗位，劳动力之间的可替代性强、薪酬较低，具有同质性的特点。（３）市场准入门槛比较

低，只要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设立规定，达到注册资本、固定经营场地、劳务派遣制度等要求，依法向相

关部门递交申请后，就可以成立一个新的劳务派遣机构。劳务中介较低的市场准入门槛能够保证生

产要素的自由流动。（４）在互联网＋时代，信息集成与互通已经成为现实，市场信息近似于完全和

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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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雨晴：《用工单位视角下劳务派遣员工的激励研究》，《北方经济》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劳务派遣”相关案件裁判文书（以全文检索方式搜索），２０１９年的相关裁判文书数量（１９０７７

件）是２０１２年（４４８件）的４２．６倍。
李连友、左香乡、宋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保群体特征研究》，《统计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岳玲：《劳务派遣市场各方主体的利益透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因此，在进行同质性低端化劳务买卖时，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双方近似处于一个完全竞争市

场，其价格的形成主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中国现阶段这类劳动力数量巨大，供过于求，形成了用工

单位的买方市场，因此在劳务派遣期间，派遣单位只能向用工单位收取较少的费用。

２．异质性高端劳动力：细分市场供不应求的垄断竞争市场

理论上，垄断竞争是指有许多厂商生产和销售有差别的同种商品的市场结构，其主要特征包括：

（１）各个厂商的产品不是同质的，但彼此间是非常接近的替代品。（２）一个生产集团中有大量厂商，每

个厂商所占市场份额都很小。（３）厂商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一个生产集团。

现实中，考察异质性高端化劳务的买卖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市场特点：（１）被派遣劳动者以高学

历、高技能、高水平、高薪酬为表征，主要在用工单位从事临时性的技术研发与项目攻关、小众领域的

特殊人才共享使用、中基层管理人才的劳务派遣等。一方面，虽然都是派遣形式的劳动力，但是特长

不同，给用工单位带来的价值也不同，因此在这个市场中，各个劳务派遣单位所提供的商品虽然都是

劳动力，但并不是同质的。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这一商品的特殊性，劳动者具有学习能力和适应能

力，通过培训等可以胜任不同岗位的需求。因此仍然可以认为高端化的异质性被派遣劳动力之间具

有一定替代性。（２）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劳务派遣单位，但每个劳务派遣单位所占市场份额都很小。

（３）如前文所述，劳务派遣机构设立并没有太高的准入门槛，而且退出市场也是自由的，因而具有自由

进入和退出生产集团的垄断竞争特点。

因此，在进行高端的劳务买卖时，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双方近似处于一个垄断竞争市场，其

价格除了受供求关系影响外，劳务派遣单位作为卖方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转

型期，劳动力素质和结构尚不能完全匹配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在高端劳务派遣市场上，存在着更为

具体和个性化的细分市场。每一类细分市场，如软件工程师、财务管理人员等，都处于供不应求的阶

段。在供求关系和卖方垄断的双重作用下，劳务派遣单位可以向用工单位收取较高的费用。

（二）派遣单位获利模型构建

在派遣单位进行业务决策时，随着业务量的增加，固定成本的影响越来越小。因此，为了便于分

析，我们对劳务派遣单位的获利模型进行适当简化，即不考虑固定成本，并将派遣单位提供给用工单

位的劳务单价和成本的差视为派遣单位的利润。

首先对同质性低端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我们用Ｐｌ和Ｃｌ分别表示低端派遣劳动力的单价和成

本，此时派遣单位的单位获利为（Ｐｌ－Ｃｌ）。由于存在最低工资的规定，同时劳动力也有最基本的生存

需求，Ｃｌ要至少不低于下限值Ｃｌ。在低端劳动力派遣时，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是供过于求的完全

竞争市场，因此较低的单价Ｐｌ和较低但有下限Ｃｌ的成本Ｃｌ 都是不受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行为影响

的。其次，对异质性高端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我们用Ｐｈ 和Ｃｈ 分别表示高端派遣劳动力的单价和

成本，此时派遣单位获利为（Ｐｈ－Ｃｈ）。前文已经分析过，在异质性高端劳动力的派遣过程中，劳务派

遣单位可以向用工单位收取较高的费用，即Ｐｈ 较高；同时，对于派遣单位而言，招聘、管理和派出高端

派遣劳动力的成本Ｃｈ 也较高。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卖方垄断竞争的市场，因此尽管有较高的Ｃｈ，派遣

单位仍有议价能力，可以将Ｐｈ 定得更高（定价可以逼近于企业直接雇佣该类劳动者的市场价格）。综

上，可以得出：（Ｐｈ－Ｃｈ）＞（Ｐｌ－Ｃｌ）。

那么，在边际收益有显著差别时，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劳务派遣单位依旧从事着低端劳动力派遣

业务呢？答案在于，从事低端劳务派遣，派遣单位存在谋取不当获利的可能。用τ表示不当获利，那

么正是由于存在这部分利润，使得（Ｐｌ－Ｃｌ＋τ）＝（Ｐｈ－Ｃｈ）成为可能。派遣单位才有充分的动力同时

从事两类劳动力的派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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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务派遣单位不当获利的构成

劳务派遣机构萌发之初，劳务派遣单位主要依附于国有企业，多属非营利性机构，主要任务是为

了向外企提供中方雇员和安置国企改制过程中的下岗失业人员。当前，劳务派遣单位基本都是自发

兴办的多元化服务主体，属于面向市场的营利性组织，其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十分关注。在《劳动合

同法》施行以前，劳务派遣单位可以利用法律漏洞，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各种巧立名目的费用和以各

种借口克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作报酬。《劳动合同法》施行以后，如果相关条文的规制落到

实处，理论上劳务派遣单位的利润空间将大大缩小。① 但事实上，《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劳务派遣服务

依然快速发展为社会上最为热门的营利行业之一。② 近年来劳务派遣单位数量的急剧增加，从侧面反

映出派遣单位仍然具备获取较多利润的现实可能。例如，浙江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劳动力市

场比较活跃，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也更为普遍。２０１６年，浙江省有劳务派遣服务企业１６３３家，２０１８年

初增长到２９６２家。③ 企业数量增速极快，近乎翻番。

（一）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相对地位

在低端劳务派遣过程中，用工单位为每个被派遣劳动者付出的边际用工成本与直接雇佣该类劳

动者的边际用工成本相差无几。但出于节约招聘成本、降低包括伤害赔偿在内的一系列用工风险以

及提高用工灵活性的目的，用工单位仍然乐于选择劳务派遣这一用工形式。与此同时，因低端劳务派

遣中的劳动者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往往具有学历低、能力低和维权意识弱等特点，因此仅凭自身力量

和拥有的信息进行求职，难以迅速达成岗位匹配。于是，这类劳动者在与劳务派遣单位的交易过程

中，处于弱势地位。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劳务派遣单位通过侵犯劳动者的

权益来实现自身的不当获利成为可能。

在高端劳务派遣过程中，用工单位多基于用工灵活性等原因而对这类劳动者采用劳务派遣用工

形式。这类劳动者拥有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议价能力较强，与派遣单位的地位相对平等。对派遣单

位而言，高端劳动者类似于优良资产，派遣单位在这类劳动者的派遣用工过程中，主要是向用工单位

赚取“猎头价格”，不会或较少侵犯劳动者的权益。

（二）派遣单位不当获利的实际构成

为了检验“劳务派遣”这一用工形式是否会对劳动者的收入产生影响，本文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α０＋α１ｗｈ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α２Ｚ＋ε （１）

其中，ｌｎ＿ｉｎｃｏｍｅ为被解释变量，为劳动者上一年度收入的对数。ｗｈ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为核心解释变

量———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签约对象，劳动者与用工企业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则取值为０，与劳务派遣公

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则取值为１。本文重点关注回归系数α１，如果α１＜０且显著，意味着与劳务派遣

单位签约确实显著降低了员工的收入水平。Ｚ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劳动者个体基本特征变量（包括

年龄ａｇｅ、性别ｇｅｎｄｅｒ、健康状况ｈｅａｌｔｈ、婚姻状况ｍａｒｒｉａｇｅ和教育水平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等）以及劳动者职业

状况特征变量（包括职业技能资格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从事的职业ｊｏｂ、从事的岗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配偶是否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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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九、第六十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不得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
报酬；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赵婷婷：《劳务派遣用工调查与法律规制探究》，《劳动经济评论》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佟丽华：《谁动了他们的权利：中国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报告２》，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１页。
数据来源：中国客户网（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ｌｔｍｉｃ．ｃｏｍ）及中华产业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ｉｃ．ｃｎ）在工商登记资料的基础上，通过

呼叫中心、专家分类等方法收录和发布的浙江省劳务派遣服务行业企业名录（２０１８版、２０１６版）。



家单位工作ｓ＿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等）。ε为随机误差项。

我们利用２０１５年浙江省总工会项目《新常态下浙江省劳动关系调查研究》数据，使用普通最小二

乘法（ＯＬＳ）估计模型（１），通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对劳动者上一年度收入的对数进行回归，结

果见表１。通过逐步控制核心解释变量ｗｈ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劳动者个体基本特征变量以及劳动者职业状况

特征变量的影响，发现在劳动者个体基本特征变量中，教育水平始终在１％水平上显著增加了劳动者

收入；在劳动者职业状况特征变量中，职业技能资格、从事的职业和从事的岗位均显著影响劳动者收

入。核心解释变量ｗｈ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三次回归中，对收入的回归结果始终显著为

负值，这说明与劳务派遣单位签约确实显著降低了员工的收入水平。
表１　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ｗｈ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２２＊＊＊（－３．４７） －０．１３＊＊（－２．０１） －０．１３８５２８５＊（－１．７８）

ａｇｅ　 １．１３ｅ－０６（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１６７（－０．６６）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００００９８１（０．３６） －０．１９５７４８＊＊＊（－８．４１）

ｈｅａｌｔｈ －０．０３０９５０７＊（－１．９４） －０．０１６８５３９（－０．８７）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０．００００６８７（０．６４） －０．０２０２１３６（－０．３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８８６９４５＊＊＊（１２．３６） ０．１４２１７６２＊＊＊（１１．９３）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０．０５６４５７４＊＊（－２．２４）

ｊｏｂ －０．０１４５９９３＊＊（－２．２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０．０３３６６６＊＊＊（－６．３７）

ｓ＿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０．０３８８７２４（１．５２）

Ｒ２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２８６　 ０．１２２６

Ｎ　 ５９１８　 ５５７３　 ３２４０

　　注：括号中为ｔ值 ，＊代表１０％显著性水平，＊＊代表５％显著性水平，＊＊＊代表１％显著性水平。

那么，除了用工单位方面可能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现象之外，在劳务派遣单位方面，是否存在侵

占劳务派遣者权益的现象并导致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降低呢？现实中，派遣单位不当获利的实际

构成较为复杂。最为常见的方式是做低社保缴费基数以及巧立名目收取额外费用。以高校为例，随

着高校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所谓的“非在编”教职工占比越来越高。这类人员主要以各类

助理、辅助岗位等名目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后派遣至高校各机构、院所的具体岗位上，为高校的运行和

发展做出了扎实的贡献。２０１９年，笔者对浙江某高校智库的劳务派遣人员进行了访谈，发现高校中

的被派遣劳动者也感受到了自身权益存在被侵害的情况，除了职称晋升机制不健全等“增长型”利益

外，收入维度的“底线型”利益尚未得到切实保护。

１．做低社保缴费基数

体制内单位劳务派遣用人中做低社保缴费基数的现象非常普遍。从笔者的访谈中发现，某高校

劳务派遣人员过去多选择采用固定月薪制聘用方式，固定社保缴费基数，每年的用工成本会因社保缴

费率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会逐渐上升。但近两年来，该高校的劳务派遣合作单位逐步将月薪制改为

包年经费制，在社保缴费率微调上升时，通过灵活调整缴费基数，保持包年的人力总支出不变，但其中

详细的计算不予公开。显然，在包年经费制下，劳动者的缴费基数只会低不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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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私营用工单位按照年度经费包干使用劳动力时，无论劳务派遣人员实际工资多少，部分派

遣单位都按照最低工资为基数给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攫取这部分差额所带来的利益。刘柏惠等对

中国劳务派遣人员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指数进行了计算，发现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企业的养

老保险缴费负担占工资水平的百分比为１５％左右，各月份的变化不大，低于企业的一般养老保险缴费

比例（２０％左右）；总体来看，派遣人员个人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率也低于养老保险的个人一般缴费率。①

无论是企业缴费负担对工资水平的占比还是个人养老保险缴费负担率，派遣人员和一般个人之间确

实存在差距，佐证了派遣单位做低社保缴费基数谋取不当获利的侵权事实。

２．巧立名目收取额外费用

笔者通过访谈还发现，某高校的劳务派遣合作单位会在冻结劳动者年度经费时预留其中的一部

分，名义上用以应对机动情况。理论上这笔费用每年７、８月核算后，如有余留会退还给劳动者。但从

访谈情况来看，被派遣劳动者均表示从未收到过此项拨还费用，他们也没有途径查询这笔费用的使用

详情。离职的派遣人员就更不可能获得在职期限对应的退还经费了。从被访劳动者的实际感受来

说，一名被访谈员工表示，其年度包干费用从６万元调整为７万元后，实际每月到手工资仅仅增加了

２００元。由此可见，尽管用工单位付出了足额的用工成本，但是被派遣劳动者却没有得到所有应得的

收入，有部分收入被派遣单位巧立名目收取侵占了。

四、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路径选择

“劳务派遣”制度由市场自发形成，用工单位希望借助这一用工方式保持用工的高度灵活性，快速

匹配到合适的员工。但这种制度自产生之初就存在大量不平等的“交易习惯”。一方面，尽管用工单

位支付了足够的用工成本，但在发生侵害、纠纷时，往往希望利用这一用工方式来规避自身的用工风

险。另一方面，被派遣劳动者尤其是低端同质性的劳动者，与派遣单位的相对地位仍然较为弱势。目

前，我国劳务派遣单位准入门槛低、构成复杂，审批等政府规制环节管理较为混乱，劳动派遣单位良莠

不齐的情况比较严重。不少派遣单位利用相对地位不平等侵害被派遣劳动者尤其是低端同质性劳动

者合法权益，谋取不当获利。因此，为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需要从派遣单位主体准入、行业

监管等方面入手来规范派遣单位行为。

（一）派遣单位主体准入

虽然《民法典》进一步扩大了民事主体资格的范围，但其“合同”编中并未将“劳动合同”纳入到第

二分编“典型合同”中。这意味着《民法典》没有专门调整劳动合同的条款，处理劳动合同关系还要继

续沿用其他专门法律规定。２０１２年劳动合同法修改决定出台以前，劳务派遣单位的准入机制很松，

只需满足一个条件（五十万注册资本）即可。② ２０１２年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

中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劳务派遣单位设立条件，既需要获取行政许可才能经营相关业务。③ 然而，行政

许可目前仍只是一个形式，在工商注册过程中，并没有基础条件以外的其他审查或材料提交审核环

节，派遣单位主体的准入门槛依然很低。因此，建议政府在工商注册过程中，对用工单位的资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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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柏惠、张斌、龚德智：《中国劳务派遣人员工资与税费负担指数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９页。
《劳动合同法》（２００８年）第五十七条：“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五十万元。”
２０１２年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将第五十七条修改为：“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二百万元；（二）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经营场所和设施；（三）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劳务派遣管理制度；（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经许可
的，依法办理相应的公司登记。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严格论证和把关，不宜采取一般公司成立的形式审查为主的审查方式。派遣单位设立除符合《公司

法》规定的设立程序外，还应到成立地的劳动保障部门备案。

（二）加强劳务派遣服务行业自治

诚然，劳务派遣市场发展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政府仍应负起培育市场、规范市场的责

任。２０１４年，广东省东莞市成立了市劳务派遣行业协会，先后举办多场政策法规宣讲会和政策讲座，

打造了一批行业标杆企业，向用人单位输送了大量高素质劳动者，为区域劳务派遣市场健康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２０１９年，东莞市劳务派遣行业协会发现协会会员企业分布比较分散，不利于统筹管理。

为更好地服务各镇街用人单位，协会进一步成立了六大分会。①

发挥区域优势促进劳务派遣行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成立以区域为单位、便于管理的劳务派遣服

务行业协会并实行行业自治，由政府部门制定竞争规则（必要时颁布条例、管理办法等）、指导行业监

管和完善投诉机制。另外，还可以借鉴东莞市劳务派遣行业协会的做法，在全面评估的基础上，对优

秀的劳务派遣单位进行公开表彰。这相当于给出了当地劳务派遣单位的“正面清单”，这既能激励派

遣单位间的良性竞争，又能给劳动者更多的可靠信息和选择依据。另一方面，要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

维权教育与培训。自身维权意识薄弱也是造成被派遣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应

当对弱势的被派遣劳动者群体进行相关法律的培训，促进其形成维权观念与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同

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自我保护技能培训和有针对性的上岗培训，通过有效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来间

接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三）被派遣劳动力的集体合同适用性
《劳动合同法》（２００８年）第六十四条规定：“被派遣劳动者有权在劳务派遣单位或者用工单位依法

参加或者组织工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现实中，工会多通过签订集体合同的方式来维护劳动者

权益。然而，在劳动者个体层面上，越来越多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者不满于集体劳动关系对

其利益造成的抑制，②他们有着释放自身人力资本市场价值，实现按劳分享经济增长红利的内在需求。

劳动者个体的利益空间开始因人力资本水平差异而出现分野。因人而异的定制合同在确保了异质性

人力资本劳动者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也使企业与劳动者利益之间的纠纷难以涉及到大规模劳

动者群体，这样的结果是劳动者之间因为利益诉求交集减少而减弱了对集体维权的需求。因此，对高

端劳动力而言，建立个别劳动关系是其更好的选择。但对那些自身人力资本有限且难以在短期内通

过激励和培训实现人力资本有效提升的低端被派遣劳动者群体来说，有必要建立规模小针对性强的

集体劳动关系，以期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

（四）杜绝劳务派遣“滥用”

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结合劳务派遣制度，满足了众多企业

灵活用工的需求，使企业能以更高的灵活性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新冠疫情期间，发挥出了有效

减少结构性、摩擦性失业的重大作用。但目前仍有许多市场主体滥用劳务派遣来降低招聘成本和规

避用工风险，许多不符合临时性、辅助性特点的工作岗位被设置成了劳务派遣用工。例如，银行柜员、

高校科研助理以及部分执法单位岗位，这些劳务派遣用工常常会遇到合同到期后被一脚踢开或者是
“出事”时被用来“顶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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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付碧强：《东莞市劳务派遣行业协会六大分会成立》，《东莞时间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ｔｉｍｅｄｇ．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４／２６／２０８２７６２１．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６日。

姚先国、焦晓钰、张海峰：《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工资效应与员工异质性———对杭州市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
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２０１４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出台，要求企业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

１０％，过渡期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由于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相较于业务外包的用工单位而言，用工

责任和风险较小，①所以用人单位会以承揽、外包等名义使用劳动者，但其用工本质却是劳务派遣用

工，即存在《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十七条中提到的 “假外包、真派遣”。而真外包与假外包在实践

中殊难判断。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劳务派遣针对的是人，而劳务外包针对的是事，单位对派遣工有

管理权，对后者则不管理。用“假外包”替代劳务派遣，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虽然发生纠

纷时也很可能被法院认定为“假外包、真派遣”，但这些可能的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用工所得的利益。

因此，劳动执法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执法，除了事后惩罚，还应加大事前的巡查力度，真正杜绝劳务派遣

的“滥用”。

　　〔作者姚先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冯履冰（通讯作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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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
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业务外包的责任主体是劳动力外包单位，只要
是符合《合同法 》规定的外包工作，责任主体均为承包单位，用工企业无需承担连带责任。


